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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继而促进基金会政治功能发挥

的过程，有助于认识美国基金会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为我国处理与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保障国家安全环境

的塑造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梳理 DTPILLAＲ 项目和亚洲基金会的档案资料、相关事实材料以及国内外相关

研究成果，从中情局介入亚洲基金会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为基金会提供运作的资金和资源、参与基金会项目的开展

和推广 3 个方面，分析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过程。［研究结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深度参与在赋予

基金会资源的同时，根本上促进了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和美国亚洲战略的实现。同时，中情局的干预也使

得亚洲基金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缺位，俨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实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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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purpose］By analyz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IA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n promoting the exertion of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foundation，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American foundation，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foundations，and ensure the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Ｒesearch method］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DTPILLAＲ project and the Asia Foun-
dation，as well as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CIA intervention in the Asia Found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intervening i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foundation personnel，providing funds and resources for the foundation oper-
ation，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foundation projects． ［Ｒesearch conclusion］The CIA＇s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foundation not only endows the foundation with resources but also fundamentally promotes the CIA＇s covert
actions in Asi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S． Asia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IA also makes the independence and
neutrality of the Asia foundation gradually absent，which seems to have become the " too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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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DTPILLAＲ 是美国为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对

抗共产主义力量，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的一个项目

代号，持续周期为 1951 年至 1967 年。在 1951 年，经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借助该项目中情局出资并

主导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自由亚洲委员会 ( CFA ) 。
经过几年的探索，该委员会发现对“自由”的过度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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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亚洲国家对其项目产生了怀疑，加之当时美国国内

因素的影响，遂将自由亚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亚洲基

金会( TFA ) 。1954 年，亚洲基金会将总部设在旧金

山，以国际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身份“重新”出现。
亚洲基金会创立于冷战时期，受国际形势和政治环境

的影响，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门的关系成为各界

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密不

可分，而且在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心理战、文化战开展中

发挥着工具作用，使美国的权力运作和行动实施更加

隐蔽化，为美国赢取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供

了力量支撑［1－2］。也有研究从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

开展的援助项目为例，梳理和分析亚洲基金会在美国

对亚洲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帮助实现攸关美国根本利

益的战略追求［3－4］。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对美国政府

部门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研究相对较少，且没有充分阐明亚洲基金会与美国

政府官方的前缘，使我们难以对基金会成立的始末形

成清晰的认识，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有值得深入展开的

空间。
本研究正是基于各界对亚洲基金会与美国政府部

门关系存在争议，以及学界对美国政府部门在亚洲基

金会初创和前期发展中的角色和干预过程等研究不足

的基础上而展开。研究以中情局的干预为核心，分析

其在亚洲基金会创立与前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就中

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人员配置、资金支持和项目开展

等方面的干预进行梳理，并就中情局干预的原因从美

国在亚洲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

蔽行动的开展和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定位三个方面

展开分析论证，进而阐释亚洲基金会因中情局等政府

部门介入而中立性缺失的过程，最后就美国政府部门

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及影响提出一些思考。

1 中央情报局干预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主要方式

亚洲基金会虽有承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中情

局间接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也强调其独立组织的身份。
而殊不知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在资金、平台等方面的

支持，是以其作为“政治战的武器”为前提的［5］。中情

局在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运作资金和资源、项目

开展和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支持亚洲基金会

运作的成熟和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政治功能的发挥。
1．1 中央情报局介入亚洲基金会的人员选拔和培

训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人员配置的干涉主要体现在

管理层人选的荐举，还有专业型人才的培训和储备方

面。亚洲基金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管理层，基金会前

几任主席大都与中情局保持着雇佣关系，如乔治·格

林 ( George H． Greene ) 和 罗 伯 特·布 鲁 姆 ( Ｒobert

Blum ) ，他们均与中情局联系密切。据记录，首任主席

乔治·格林是一个“具有 GS－15 级资历的参谋人员”，

他的当选得到了中情局高级官员的认可，在就职前格

林虽辞去了中情局的职务，但仍接受中情局合同工的

雇佣［6］。乔治·格林的接任者是艾伦·瓦伦丁( Alan
Valentine) ，他在任期内规范自由亚洲委员会的管理，

制定了委员会管理手册、运作手册等，确保自由亚洲委

员会的管理和运作能助力实现其政治功能。从某种意

义上讲，直到 80 年代末亚洲基金会的主席人选才脱离

了中情局的背景。
中情局一般会给予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分的自主

性，只有在紧急状态下其行动才会受到中情局在亚洲

地区站长的限制。当委员会的驻地代表与中情局的地

区站长产生冲突时，中情局总部则会出面进行协调［7］。
1952 年，美国国税局首次确认了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免

税身份，为委员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红利和优势资源。
中情局还利用自身的丰富资源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管

理层人员走进亚洲国家，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发展情

况，为其顺利履职做必要且充分的准备。在驻地代表

的选择方面，中情局也倾向于选择对亚洲地区有充分

了解的人士。例如，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 ( David N．
Ｒowe) 在 1954－1956 年间任亚洲基金会台北办公室主

任，他也有在战略情报局( OSS ) 工作的经历。凭借专

业性和规范化的管理，加之政策方面的扶持，中情局还

积极地支持自由亚洲委员会所从事的人才教育和培训

工作，以使基金会的发展保留在最初设定的轨道上。
自由亚洲委员会发展前期拒绝同一切与共产主义

有关的领导者、专家和重要人士的合作，而将海外华

人，尤其是对美国态度友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作

为争取对象。同时还在海外华人中间寻找能够接受情

报训练的人选，以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发展和活动的

储备人才。所以，由自由亚洲委员会资助的友联出版

社不光支持在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落难知识分子”
生存问题的解决，还投入收集和分析大陆相关的情报，

而且美国政府部门也经常采用友联出版社提供的所谓

“匪情资料”［8］。自由亚洲委员会还重视对东南亚华

人群体的民主思想宣传和教育。美国官方还支持自由

亚洲委员会在亚洲地区夯实民意基础，进行民主价值

的推广。包括以香港为大本营，资助图书出版和组织

活动影响海外华人，支持学生联合会和学生组织发展

使青年学生接受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熏陶。
1．2 中央情报局为亚洲基金会的运作提供资金和

资源 亚洲基金会对外宣称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董事会

募捐和其他机构的资助，但实质上却是中情局等政府

部门持续性资助的产物。DTPILLAＲ 项目的相关人员

在录用和知晓自由亚洲委员会是由中情局赞助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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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并会在项目运作中提供资助这些事实前，需要签

署一份情报和安全系统( I＆SS ) 的许可。在实际工作

中，他们也不允许承认自由亚洲委员会与中情局等政

府部门的资助关系。为了掩盖中情局与自由亚洲委员

会的关系，中情局对委员会发展资金的注入往往通过

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9］。为感谢自由亚洲委员会管理

层的配合和工作，中情局还为他们提供津贴和补偿，如

从 1951 年 5 月起，委员会主席每年可获得 3000 美元

的职位津贴，以此激励自由委员会主席做好本职工作，

提升组织的声望和执行力［10］。
为更隐秘地向亚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情局

还借助第三方操作和周转。在 DTPILLAＲ 项目预算

中，设置了主席储备基金，规定从 1957 年起，每年提供

30 000 美元以使自由自由亚洲委员会应对预算限制的

约束［11］。另外，中情局还在东海岸专门成立了亚洲基

金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募集资金，解决其缺乏可信度较

高的资金来源的问题，而且亚洲基金从事的活动范畴、
对募集到资金的支配均由中情局监管，以此保证自由

亚洲委员会能得到资金支持和保障。
中情局借助 DTPILLAＲ 项目的推进和资源，促进

亚洲基金会政治功能的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中情局

尽全力促使 DTPILLAＲ 项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追

求，并在法律和合规程序的约束下，不断地向亚洲基金

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情局所追求的目标能够顺利

转化为现实。之后，鉴于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之间的

联系被逐渐披露公开，亚洲基金会开始承认受到了中

情局的资金支持，并承诺未来不再接受来自中情局的

资金。但它仍能得到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其他政府部

门的支持，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承诺会继续向亚

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在 1976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

和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还曾向国会寻求帮助，提出

需要 310 万美元的资金解决亚洲基金会的部分预算和

资金短缺问题，缓解因中情局提供资金渠道的披露对

基金会产生的影响［12］。
1．3 中央情报局参与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展和推

广 首先是自由世界思想的传播。罗伯特·布鲁姆坚

持认为文化活动是赢取心理战的关键，提出美国应促

进非共产主义文学的传播，帮助多元化的媒体扩散

“自由世界”的新闻和故事片。其中对受众具有吸引

力又能实现思想传播的电影，就是亚洲基金会起初的

十来年投资最多的项目之一［13］。在中情局等部门的

支持下，以亚洲地区民众为受众群体，以亚洲基金会为

行为主体，以电影为宣传手段，通过电影的联合创作、
大型电影节的举办、电影发行活动的召开、电影讲习班

的开展等强化［14］。自由亚洲电台作为自由亚洲委员

会的一个分支，被中情局视为远东地区行动的开始，还

坚信该电台能够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

站在同一档位。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在菲律宾马尼拉、
巴基斯坦达卡( 今属孟加拉国) 等的转播站对中国大

陆及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播，并在日本设立分支扩大广

播范围。“亚洲赠书”项目在 1954 年开始时规模较

小，接受的国家并不多，但现已成为世界赠书项目中规

模最大的一个。中情局还参与亚洲基金会针对海外华

人的图书宣传工作，使基金会通过资助成立友联出版

社和亚洲出版社等机构，出版发行与美国政治文化相

关的图书。
其次是美式价值观的推广与美亚关系民意基础的

夯实。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初创成员本身就代表不同观

点和立场的共存，自由亚洲委员会对其他国家团体的

不同政治立场不会选择性站队，但会倾尽全力支持为

实现国家独立而反对暴政、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

这是委员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追求的基本表态。中情

局支持基金会向亚洲地区捐赠的图书内容也多涉及自

由市场和自由价值的追求，通过自由思想和文化的传

播帮助亚洲国家了解美国政治文化。另外，中情局参

与的亚洲基金会支持加强亚洲当地社会组织促进政治

改革、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项目和活动等，大部分也

同美国在亚洲国家的民主人权观念推广高度契合。
最后是政经领域的援助与情报信息的搜集。亚洲

基金会的援助取决于亚洲国家的需求，包括提供赠款、
咨询团队、用品和设备及其他物资等。如亚洲基金会

甚为重视农业和农村社区的建设，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了“民主种子”项目，致力解决农民的发展和社

区建设。在该项目开展中，亚洲基金会还与美国—亚

洲男童军、女童军、妇女俱乐部、青年商会等志愿组织

进行合作，加大对亚洲国家农村发展的援助。信息与

情报的搜集和对外宣传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国家展开

工作的核心之一，基金会驻亚洲国家的代表们在正常

履职过程中，为中情局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

报信息。例如，在 1954 年 6 月，行动办公室制定了信

息传播的程序，并发布达卡政治发展和日本学生发展

的报告，在自由亚洲委员会提供的情报信息的基础上，

还发布了缅甸政治局势发展报告。

2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原因

亚洲基金会对外一直以私人基金会著称，称亚洲

基金会是由一群富有远见的美国公民基于对亚洲浓厚

的兴趣、杰出的个人成就和奉献公共服务事业的志向

而成立的。但这段介绍忽视了亚洲基金会创立的深层

次动力及其价值取向，尤其是官方层面的背景。中情

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的根源在于美国在亚洲地区战略

部署的调整、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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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基金会地区导向的优势。
2．1 美国调整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部署需要非官方

力量的参与和配合 美国在二战后为配合其全球战

略、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优势，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的战

略关注，并相应地调整了针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
1949 年 12 月 30 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对亚洲

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

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斯大林分子和中国

其他分子之间的任何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出现干涉

的迹象。在适当的时候，应利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

达到上述目的”［15］。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强化

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性，中情局是美国冷战

的主要行动机构，而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正是中情局

基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调整采取的积极举措。
美国的亚洲战略为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提

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其中亚洲基金会的章程就很有政

治意味。章程规定，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促进

和帮助亚洲国家的个人和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 间接

或直接地支持、协助与自由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并通过

一切可用的手段传播相关信息; 支持亚洲国家非共产

主义者、非极权主义者实现个人和国家自由的理想等。
更为直观地讲，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就是美国为了

在中国和朝鲜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后，寻求新的方式保

持和扩大私人层面与亚洲国家民众的联系与接触。在

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宣传从新闻署到行动协调委员

会，再到中情局，都将自由思想的传播视为使命。
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既要消除苏联的影

响，还要支持对美友好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与进步。
自由亚洲委员会作为支持独立与自由的非政府组织，

使中情局等美国政府部门能很好地借助基金会的身份

掩护其战略攻势，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与大部分海外华

人知识分子、作家建立了联系，并在汉语文化作品创作

方面进行合作［16］。可见亚洲基金会可发挥作用于美

苏冷战的战略竞争中，并能够为中情局等政府部门努

力实现美国的战略追求做出贡献。
2．2 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开展需要拓展灵活

多元的渠道和平台 隐蔽行动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

目标的特殊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着其他手段

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也是“美国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

张的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17］。对中情局而言，创立

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满足其因冷战形势发展借助独立

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秘密宣传活动的需求。根据档案记

载，DTPIILAＲ 项目于 1951 年 2 月 7 日获得批准，除对

项目本身所作的规定外，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项

目财务管理计划于 1951 年 4 月 17 日正式得到批准，

其实施由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负责监督和管控。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亚洲委员会是因势而创，作为非

盈利、免税收的工具性组织，自由亚洲委员会能够为中

情局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发挥作用。
随着自由亚洲委员会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阶段性突

破，也得到了多数亚洲国家的接受和尊重，并为中情局

在亚洲国家的战略实施创造了相对积极的环境。莱斯

特·M·萨拉蒙将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两者间的关系分

为两种范式:“竞争范式和伙伴范式”［18］。美国基金会

也不例外，部分基金会发展成政府部门介入世界事务

的工具，受国家利益和权力追求的驱使，政治道德和原

则的践行这两种力量的牵引在其他国家开展援助和发

展项目［19］。具体到亚洲基金会与中情局，虽然一直被

基金会官方和美国政府掩盖或者否认，但已有的档案

资料和记录能充分证明，中情局通过深度支持和干预

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其在亚洲地区的

隐蔽行动开展。
五十年代亚洲地区的政治环境还不容许中情局直

接采取宣传和情报搜集，因为亚洲国家的民众对外部

势力的介入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提防。亚洲基金会本着

关注亚洲地区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宗旨，为中情局

在亚洲国家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很好地掩护。况且中情

局一开始对亚洲基金会的定位就是“实施心理战的工

具”“开展秘密行动的工具”，中情局通过对亚洲基金

会的资金支持，影响亚洲基金会的政策目标、宣传走

向，鼓励亚洲基金会参与心理政治战、进行情报搜集和

传递，并帮助落实中情局和国务院的行动计划［20］。这

也是中情局大力支持创立自由亚洲委员会的根本原

因，而且从发展层面，中情局也极力确保能主导基金会

的方向。即充分利用亚洲基金会为平台和渠道，打通

中情局在亚洲隐蔽行动的局面，以维持中情局在美国

亚洲冷战中的重要地位。
2．3 亚洲基金会地区导向型定位的发展积累了实

操经验和信任基础 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将基

金会定义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自有资金，并

由受托人或董事会负责运营，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

援助社会、教育、慈善、宗教或其他服务于公共福利的

活动”［21］。因为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身份能够提供很

好地掩护，才可使其从事政府部门无法涉及的事务。
亚洲基金会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由公众支持的、
资助型的非政府组织，它在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开展项

目运作，并在其中一些国家设有驻地办公室，能够为中

情局等政府部门在亚洲地区的驻地活动提供协调。
亚洲基金会理事会制定的基本行事原则包括: 相

信亚洲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发展符合

当地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现代化需要的本土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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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经济体制。亚洲基金会以实际需求出发制定的项

目计划，满足了亚洲当地的发展需求，更为亚洲基金会

赢得了立身之本并夯实了民意基础。亚洲基金会通过

主动地接触和融入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也为美国在

亚洲地区的官方活动建立了信誉基础、知识基础和工

作网络，这也造就了它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亚洲基

金会法案》于 1983 年 11 月正式成为一项法律，标志着

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

相信基金会能够在促进亚洲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美国在亚洲地区

长期的利益追求。亚洲基金会对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

中情局选择深度参与和干预其发展的动力，因为这样

才能实现基金会利用价值的最大化。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开展，与美国政府

其他部门的发展援助计划密切合作。例如，亚洲基金

会与国际开发署合作开展亚美交流项目。在 1980 年，

亚美交流项目约有 135 个受赠参与者，到 1987 年，每

年大约有 800 名受赠者参与，其中大约有 300 人参加

了合作伙伴计划。这些人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中层

专业人士、政治领导人和内阁部长等［22］。亚洲基金会

还积极拓展与其他基金会的合作，卢斯学者项目就是

其一，在 1974 年至 1988 年，亚洲基金会共为 225 名积

极进取、成就导向型的( 美国) 学者提供了在东亚和东

南亚进行专业实习的机会。这些实习经历使学者们能

够与亚洲著名的机构和个人建立联系，并拓展他们的

专业知识，加深对亚洲地区的了解［23］。亚洲基金会立

足于亚洲地区现状和需求，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层

面，并与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大型基金会开展项目合

作，使其地区导向的优势更加凸显，也体现了其独特的

价值性所在。

3 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干预产生的影响

中情局的战略目标是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迅速

打开局面的方向标，中情局的工作网络和丰富资源则

是亚洲基金会能够在亚洲地区迅速扎根发芽的支撑

点。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创立和前期发展的干预，不

论是对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利益和追求的实现、中情局

隐蔽行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还是亚洲基金会项目运

作和影响力提升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3．1 捍卫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追

求 冷战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共产主义世界”和

“自由世界”，使其“变成了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一

场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

义’的自卫战”［24］。为此，美国极力争取并培养反共势

力，因为心理上的争夺也是冷战对峙的重要部分，具体

表现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上的博弈。作为

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可以直抵对方的国家之内，又没

有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并且很难被防御”［25］。DT-
PILLAＲ 项目致力于通过私人团体、私人机构的活动

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愈来愈强的影响力，通过提

供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人民凭借自身努力和民主的方

式实现合法化的目标追求。亚洲基金会借助中情局等

政府部门的平台和资源，促进了亚洲国家新青年领导

者的培养，并强化了当地民众对自由、民主文化和理念

的认知，以此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亚

洲基金会所做出的反共努力促成了美国在亚洲反共战

略的落地实施，并极力维护着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

追求。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的支持和干预使得亚洲基金

会发展迅速并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追求，基金会

的运作采取了与美国政府多部门协调，盘活多样化资

源和平台的方式。跨部门合作的模式既是亚洲基金会

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也是美国政府部门实现亚洲战略

追求的重要途径。像美国大多基金会的慈善事业有美

国政府部门直接或者间接的介入，包括中情局在内的

美国政府部门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支持和介入，也正

是以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为基本出发点，借助

亚洲基金会的渠道、平台和资源维护美国在亚洲地区

的战略利益。
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对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工作和

价值也给予了肯定，认为自由亚洲委员会可以做很多

实质性的活动，并且这些是不能通过美国新闻总署或

其他项目实现的。所以，自由亚洲委员会理应得到充

分的支持和相对的决策权，不过前提是自由亚洲委员

会的一切活动不能与新闻总署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

活动相冲突［26］。
3．2 实现了中情局在亚洲地区隐蔽行动的开展和

持续深入 隐蔽行动被称之为介于正式外交和战争之

间的第三选择。正如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所言，“我们需要一个情报机构，在某些复杂的情况

下，能够在不适合军事行动、外交无法运作的灰色地带

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27］。自由亚洲委员会充当了中

情局施行心理战的工具，为政策协调办公室的活动提

供掩护，通过项目活动在亚洲国家培养对美国友好的

力量，鼓励当地与美国政策目标相向而行的政治、青

年、劳工、宗教等组织的发展。而且，亚洲基金会所提

供的内容丰富的项目报告涵盖了亚洲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主题，驻地代表也通过亲身经历就亚

洲当地条件和社会环境做了深入分析。这些报告类的

资料为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提供了丰富的前期资料和素

材，也为其隐蔽行动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参考。
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的根本目的也被美国官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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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定位为满足美国在远东灰色心理战的需求，使美国

政府部门能够通过利用自由亚洲委员会有效开展隐蔽

行动。因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创立是作为美国在远东

地区灰色心理战的载体而存在，当然，自由亚洲委员会

对隐蔽行动的参与均以经过华盛顿总部的同意和中情

局的协调为前提。隐蔽行动的本质在于以秘密干涉他

国事务的方式寻求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包括政

治咨询与建议; 对个人的资助; 对政党的资金支持和技

术援助; 对私人组织的支持; 秘密宣传; 人员的秘密训

练和交流等［28］。而这些内容在亚洲基金会的项目开

展中均有涉及，中情局的主导和支持也使得亚洲基金

会对隐蔽行动的参与更具针对性，相应的效果也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
中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介入和支持，为其隐

蔽行动的落实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亚洲基金会

的非政府组织身份也使中情局的行动在其项目的掩护

下更为深入隐蔽。1953 年，法菲尔德基金会和美国驻

巴黎办事处停止了对美国委员会的资助，导致美国委

员会的发展和活动出现了资金缺口，在悉尼·胡克、索
尔·斯坦因和诺曼·托马斯等人对中情局的游说之

下，中情局通过亚洲基金会捐助了 4000 美元，用以支

持美国委员会的进一步运作。在 1966 年，为帮助美国

中心举办好 1966 年的第 34 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中

情局调动了“全部秘密武器”，其中就包括通过亚洲基

金会、自由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为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

部分的经费支持［29］。而通过亚洲基金会为秘密活动

提供资金支持，既能掩盖支持资金的真实来源，又能使

中情局的主导性得到充分体现。
3．3 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项目运作和

影响力提升 中情局的支持干预促进了亚洲基金会在

当地社会的深根细作，推动了基金会在亚洲地区项目

的进展。虽然两者的互动关系呈现出相对的不平衡，

亚洲基金会偏向过度依赖中情局导致了亚洲基金会独

立性、中立性的弱化，但这种互动模式在根本上也促进

了亚洲基金会的前期发展。以战后亚洲地区的恢复和

发展一方面需要内生动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需要外

部力量的支持为背景，自由亚洲委员会在中情局的支

持下致力于通过在亚洲地区活动的开展，与亚洲国家

的民众建立友好联系，增强自由世界人民的平等感; 与

亚洲国家的民众共同努力，实现亚洲民族独立和国家

发展; 与亚洲国家的民众合作，抵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影

响; 实现亚洲地区民众作为自由亚洲委员会的代表，表

达当地社会发展的诉求［30］。亚洲地区实现发展和繁

荣、自由与民主是亚洲基金会自诩的使命，中情局的深

度参与和资助使得基金会为亚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并受到了部分亚洲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层

面的赞誉。
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地区的发展中所扮演的功能也

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王梅香从权力

中介者的视角出发分析亚洲基金会在东南亚文化权力

宣传中权力运作的多重性，指出基于非官方色彩和民

间组织的特征，亚洲基金会在权力运作中经历了从经

费赞助者，到政策辅助者，再到政策介入者的转变，中

介了官方民间组织、政治与文化和生产与消费，使得冷

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权力运作达到双重隐蔽的效

果［31］。可见功能的转变和介入的深化是亚洲基金会

影响力强化的关键，而且亚洲基金会在促进亚洲国家

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民众对基金会的认可。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经过十多年发展的亚洲基金会在美

国国内和亚洲国家均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亚洲基金会

的发展历程及资金来源等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967 年 3 月 22 日，在 华 莱 士· 特 纳 ( Wallace

Turner) 为《纽约时报》专门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亚洲基

金会作为独立的慈善组织接受中情局的资金支持，直

面披露了中情局与亚洲基金会的内在联系［32］。1967
年 7 月，根据卡岑巴赫( Nicholas Katzenbach) 的建议，

经约翰逊总统的批准，由中情局秘密支持亚洲基金会

发展的 DTPILLAＲ 项目终止。文件规定自 1967 年 7
月 31 日起，亚洲基金会的一切责任，包括法律、道德、
负债及承付款项，均由董事会全权负责，且董事会需向

中情局保证将延续现有的政策和利益领域及职能和程

序［33］。当然，DTPILLAＲ 项目的终止并没有宣告亚洲

基金会的解散，该项目的结束也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

情局对亚洲基金会发展的参与，因为中情局依然可通

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亚洲基金会。另外，DTPILLAＲ 项

目在运营期间搭建的工作网络、合作平台、互动机制等

也能保障亚洲基金会继续履行它的使命，并发挥其政

治功能。通过与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募集资金和拓展

渠道，促进亚洲地区政府治理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对
外合作开展等。

4 结 语

从中情局为亚洲基金会所提供的支持和对基金会

发展的深度参与可见中情局在基金会的创立、前期发

展以及影响力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

亚洲基金会也付出了相应的“回馈”，促进了中情局隐

蔽行动的开展和情报信息的搜集等，而且双方的依赖

与合作关系在基金会前期发展阶段成效显著。从历史

的发展和现阶段的进展可见，亚洲基金会凭借非政府

组织的身份，在亚洲国家所进行的项目和活动，有助于

实现美国政府部门无法直接参与其中，但又攸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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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战略利益的事务。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影响力的延伸，为美国

基金会对外项目和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
美国基金会的对外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慈善、教育、
社会服务等领域，加之美国基金会与中情局等政府部

门在对外项目合作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积累，基金会

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互通机制相对更加成熟，使得基

金会对美国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等的参与

程度更深。将亚洲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

其项目和活动与美国亚洲战略实施间的关系有很重要

的现实意义。因为亚洲基金会借助身份的隐蔽化、运
作的当地化、项目的多元化和影响的持久性等优势，在

亚洲国家进行美式价值观的传播、民主政治改革的实

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亚洲战略的落地实施。探

讨亚洲基金会在美国亚洲地区战略实施中的功能发

挥，能够充实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研究，认

识多元主体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未来期望能在本

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以上议题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实现

以点带面地认识美国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的运作和影

响，包括在中国的运作情况，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

和处理与外国来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在创造合作基

础和提供便利的同时，对基金会隐藏的深层政治动机

和目标保持高度警惕，保障国家安全环境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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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ware 方法实现知识网络，进而进行情报分析，例

如关联用户聚类或发现意见领袖。在这种自底向上的

情报分析中，与自顶向下模式的一个区别在于，此种方

法中人工参与的流程较多，在从原始数据到高级知识

的输出过程中需要情报分析人员的参与，以确定下一

步需要的流程与 Iware，直到获取最终结论。

4 结 语

情报分析构件化实际上是对情报分析的对象、手
段、分析结果进行的构件化处理，能够辅助情报分析人

员和不涉及系统细节的领域情报专家进行智能情报分

析，较为灵活、简便地实现逻辑流程完整的情报分析系

统，减小人力开销与时间成本，缩短了从数据到情报分

析人员以及不同专家之间的知识距离，有利于加速情

报知识转移，提高由原始数据转变为可供分析的知识

的过程效率。本文针对当前情报学领域发展现状及面

临的挑战，通过可行性分析，提出了情报分析构件化这

一概念; 同时给出情报分析构件化的基本组件与模型，

详细描述了情报构件的标准化，包括构件设计原则、构
件间数据传输及构件组合。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

步完善情报分析构件化体系，对构件模型的层次结构、
逻辑接口和数据传输规则进行系统化完善，推动情报

分析构件化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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